從兩種「中產階級」談知識份子與知識人 – 丘延亮

從兩種「中產階級」談知識份子與知識人

一番失意　兩般心境

首先，我要聲明一下我正在寫我的論文，不是什麼博士，箴言社的通知上面寫錯了；我現在當大家面聲明更正，這點很重要。
今天想跟大家談的，基本上是關於我們自己的問題，所謂的中產階級，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而我們今天在這邊的，一旦唸完畢業，或許打算回台灣，或許不回台灣，留在美國；不管在哪裡，我們這種人在一個社會的結構中，多少不可避免的會被視為是某一種中產階級。至於現在，做學生；學生是什麼東西呢？學生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甚至於不是一個東西，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過著非人生活，受教授虐待和濫用，但求早日超生，但是一旦超生了，就要真正面對生活的人生了，面對了怎樣被對待和對待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問題是那麼切身的呢？如果我們在一個一定的社會構造中，不曉得其中的中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那麼自己將在這社會構造中扮演角色的一定的社會意義就常常是被決定了的，而不是自己能去決定的。如果說，我們求知，我們有一腔熱誠，學了些東西，在主觀上我們願對我們的社會有所回饋，結果，一離開學校就被莫名其妙的放在社會的一個位置上，去做一些自己不一定願意做的事，去違背一些自己不願意違背的意義，這恐怕是很冤枉的事吧！現在，我自己已經面臨到這個問題，現在，書又快唸完了；畢了業，除了失業外，總要有個業，去就個什麼業，扮演個什麼角色，就是屬於非常非常個人的一種反省；講出來，也希望大家共同想想；也給我一些意見。

剛才一上來聲明我不是博士，強調這個聲明很重要，原因是胡適之。我們一向知道的胡適之是胡適之博士；但是，就算是他；第一，他也不是生下來就是博士的；第二，他被人稱了博士很多年以後才成了博士。大家也許曉得這故事。我們中國人對博士有很特別的認識和看法的，認為是一種封號之頪的頭飾，胡適之死了多年之後，近來特別在台灣有人提起了這件事，這件事遂變成了一件很可以用來質疑他這個人之為人的事件；為什麼大家都叫他博士，而在他還不是博士的時候他沒有說我不是博士呢？這個恐怕不是個人風格或什麼操守那麼簡單的問題。我覺得在中國人的文化環境底下，確實是有很多東西常常會令得一個人在面臨到要做選擇的時候，會給這個人藉口；會有很多現成的意理可以告訴你你可以馬馬虎虎，沒有關係，有什麼關係嘛！博士不博士還差多少？在哥倫比亞辛苦了那麼久，頂多再交篇論文就是了！談到胡適之，就引一首他有名的失戀詩：
小詩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




情願相思苦


中國的詩人的詩常常是很能反映知識份子們的心態的。中國詩人的詩又常常是非常非常政治性的，他們的情詩常常可以說是寫給皇上的；基本上反映了一個知識份子對政權的一種投射、一種寄望，和一種失落。從這個角度看，上面這首失戀，說的是不是和「吾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一樣的話語呢？這種一副「很虧」的神色，是一種心情；是一種非常流行的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的知識和政府期待和失神的心情。

但是，我要說的，重要的是，這種心情不是唯一的、僅有的知識階層的心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中──也許在其它文化中也一樣，特別是東歐──是有著一種不絕如縷的傳統；在這個傳統裡，有一種我稱之為「知識人」(Intelligentsia)的社會力量，它是既不依仗政權，也不依附政權的。我們恰好在詩的語言裡面也有一個現成的例子，這個例子和上面引的胡適之可以對照；它們不但屬於同一個時代，甚至於可以說是同一個社會的產品，却是極其不同的對自己及對社會認識的產物。我在找胡適之詩的時候，找進了他的「嘗試集」，在這詩集的自序中，作者重覆的提到那一首詩被刪，那一首又未選入的清帳(最後只剩了十五首)；而主張他刪詩到最利害的，就是下面這兩句話的作者：

「橫眉冷對千夫指，附首甘為孺子牛」

這兩句話再清楚不過是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及對當時的政權而發的；它表現了極不同的對自己的認識及極不同對政權的態度──一個中國讀書人可以如何的重新去界定自己和自己與一定的政權的關係，相對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勢與對象，稚弱的孺子與凌人的千夫；作為一個恆定如一的人，在這兒就有所選出了：面對千夫所指之盛氣，橫眉冷眼以對。這真是太形象化了；對說句話的魯迅再貼切也沒有了：他那兩條濃眉，特別橫也特別粗，他親炙稚子的侷促或溫婉，也屢可在他懷抱海嬰的照像中窺見。

回到中國知識份子寫政治情詩的慣技，恰恰魯迅也留給了我們一首極好玩的東西──一首擬古的新打油詩叫做「我的失戀」：

我的失戀

──擬古的新打油詩──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地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麼：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麼：冰糖壺廬。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塗。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錶索；


回她什麼：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家；


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沾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麼：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同時失戀，卻呈兩般風景，差別不在於被戀之所在，而在乎所戀者何誰罷！


老闆是誰？


上面這樣的分別在今天存不存在呢？從我看來，其存在是無疑的，並不例外。現在，限於時間我不能為各位做一個民眾史陳述；但是我們切不要忘記，在台灣的環境中，我們日常習見也最容易見到；大部分是被切割了的，片面的世界。新聞中，傳播中見到、聽到、聞到的大部分是官方、準官方、近似官方，或者是只針對官方的，只挑戰官方的對詰(discourse)，我們只知道這些，也隨之知道了很多的明星和名人，可是，這些，恐怕是頂多只能代表上面分野中的一邊的人的。


如果我們加厚了認知的層次，也加深了認識的歷史視野；總的說來，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存有的實際人物，可以大致的分為兩種類型；中國的讀書人也大致分成了兩個種屬，準此，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構造的因子之一；其階級中的人與政權倘有超過一種以上的關係，作為其一份子的讀書人在經驗上也是可以看出兩種歸屬的。

讀書人中依附政權，心向政權，以其為生計之所繫及心神之所往的，是我們士大夫階級(literati)一類的東西。它們是非常典型的，是中國歷來科舉取士的產物，在一個有限可及卻無限可企的位置遊戲中，人心的機制絕妙地營造出了一批──比政權本身更利繫其存亡的──政權底從者與幫閒。在為官的管道、晉昇於人上人之階的肌理及層次間，讀書人在在內化了人壓人的存在現實後，在自保的必要之前、他們遂踴躍的為統制的裸體，度身打造護膚耀人的意理了。


然而，歷史這個頑童卻不就此甘心各眠；政權的貪婪卻因此更不知收歛。意理的舊裳在發福之後成了束身的囚衣。不再能為國王織衣的裁縫也就隨時變得無地容身了！


另一方面，上面的機制只講了半個故事，這機制常常在一定的歷史制約下操作得不好。讀書人的數量隨了政權的膨脹增加，政權卻無能吸納，妄論消化。他們大批的長期脫出於政權的建制之外，不斷成了結構的事實，也形成了另具意義的社會力量。他們與非政權的、民間的、與生產緊貼的社會層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連繫。這些人──即令不清楚地、非意識地──遂為一個不依附政權的知識力量提供了集結形構的物質基礎。


然而在強大的政權意理宰制之下，自政權的體腔內脫出是不夠的。它的結果雖可以是產生了一個不與政權；或者說是反對那和他們相對的「政權」。譬如說那些「取而代之」的理論；要義是你下來我上去，不是說你這東西根本是不是好、不對、不應該、不能要的。不是，一切都因為是你不是我，說不定，同一個毛坑，我霸上去就完全對勁了！這和人類學家們在研究非洲政治史時企圖分清的「反叛」(rebellion)與「革命」(revolution)之辨的問題性有關，前者之有別於革命偏偏在它只求換「座上之人」(incumbency)，連位子的擺法都不想動，實際上是再生產舊體制的或促其「再甦」(revitalization)的一種手續或儀式。簡單說，換湯不換藥，也就是「分羹邏輯」的實踐。在新代的政治鬥爭思路中「取而代之」的這個「代」，講的又是什麼呢？誰去代？代個什麼玩意兒？又代得了什麼呢？

很不幸的，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我們又多了一個新的發明，新的解釋：一個新的政治哲學的發現結晶成四個大字，叫做「為民作主」：


不久前，在中國大陸某地的一個縣級的頭頭，突然之間受到民主聖靈的洗禮、豁然開了竅，悟到：做地方父母官者，無乃民主──「為民作主」──乎！更不幸的，我想這不是一個笑話，如果是笑話也絕不只這麼一個；它是一個具相當典型的我們的傳統——「目中無人」：眼睛裡頭沒有老百姓——這在台灣也不例外：民代，就是民意之代，代民出主意，也成了民有民欲的化身！

至於另外一個立場，就很不一樣了。一個讀過書的人把自己放在廣大的庶民——老百姓——的立場。庶民的立場也就是每一個普通人日常的一天、實實在在的生產、生計和生活的立場；它們的維持、繼續、延綿的立場；一切必須在包括自己在內的更廣大的人群中始得以完成的生活性，生產性及生長性的東西；非常實在的點點滴滴的東西。


對於這樣的實質的(concrete)人民性的東西，恐怕就不能「為民作主」了！你不是老百姓就門都沒有，邊都摸不到，甭說拿辨法作主了。你一旦是在「民」之外，不是「民」的一份子，或是和「民」相對之的東西；你就怎麼說都是「民」的負累。是他們生產、生活及生長的贅物或「寄生蟲」——你得忙著為自己「作主」都來不及，且饒了胼手砥足的老百姓吧！


對於一個本來就不從事生產的，頂多部份地介入實生活的、與大部份，也就是知識人存有的根本課題了。


這個課題，落實的說，也就是去解決一個什麼人是我的「老闆」的問題——我這個讀書人吃的是誰的飯——的問題。

換一個說法，你打工，難道你真的以為你的「老闆」是從他口袋或他老婆的私房中拿出錢來養活你的嗎？如果不是的話，你的生計、生存和再生產又是那裡來的呢？在這個骨節眼上，你我的生存、生計上的位置和再生產的性質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了！

靠生產　還是靠效忠


說到這裡，不必兜圈子談什麼學問；只消再追問一下自己，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實踐層面，就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上所反映的政治取向，有它一定的結構與運作機理。


談到現在的這個問題——像我們這一群讀書動物，搞了幾十年，還是弄不清楚明天誰是我們的老闆；或者突然有了一個老闆卻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東西？是不是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是不是自己在維持一個自己不同意的東西，為一個自己痛恨的體制貢獻？——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我們這群特殊的人的特殊的問題呢？


很慶幸的，這去幾年我在香港做跨國公司海外工廠勞資關係的研究，見到也學到了極多其他場合學不到的東西。順了上面的話題，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上做抉擇，針對自己的政治存有進行認知和思考——這斷斷不只是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才會有的問題，只是，偏偏由於我們遠離了現實生活的生產實踐及其抗爭，我們的問題顯得個人化了、外化了、抽象化了、絕對了；而我們的選擇則相應的貧弱了、模糊了、神秘了、高貴了，罷了吧！


在一個女工罷工的個案中，有一個中年工人領袖，養女出身，十三歲嫁人，三十多已兒女成年，正式教育小學程度，生活的歷練使她超乎常人的通事達理、成熟堅穩。她頭腦極清楚，對工潮產生了很大的貢獻；但她始終在幕後奔走說服，做組織策劃的工作，卻不出頭露面。為了眾人也為了成事她推出了高中畢業的生產線組長出面做領導。工潮結束後，我對她進行幾次探入的訪談；我提到像她這樣子的一個人如果我是經理的話，無論從那一角度我必重用她，提抍她做「幹部」、擔任管理的工作。因為她人緣好、能力強、頭腦清、性格隨和、意志堅定。奇怪的是為什麼這樣的事未發生在她身上呢？第一次訪談問她沒說什麼，第二次她回答了。她告訴我經理部要「提昇」她當管理員的壓力恰恰是她在工廠中要面對的最大的頭痛；從生產組組長、工頭，車間主任到各級經理，他們可以說沒有不為此找過她的，有的還找了她多次，都要說服她；並且答應旁人每月多加一百她可多加兩百以上……這對她產生了很大的麻煩，但是她自始自終都斷然拒絕了。


我一再追問她拒絕的理由；她也許終於氣不過我這個蛋頭的不更事，淺淺的回答我：「我們都是姐妹，天天一起上工下工，要趕一起趕要閒一起閒。我不能突然間變了另外一種人；去換了一張臉，轉換了臉色，變得硬綁綁的；我不會叉腰揮手的指使人幹這幹那。」這是她個人對自己作為一個工人與其他姐妹工人相對待的明快剖白。此外，她又解釋道：「我這人做我的工是用的我的手和眼，這種手眼，肯做就有吃，這兒不做他處做。如果我一旦變了生產組組長，我要靠的是什麼？靠我的嘴巴了。要靠嘴巴就要說兩種話，要說好話也要說壞話——對上層說好話，對下層說壞話——兩樣都是我不想做的……」


她的回答對我是一大啟發，也令我悟出了一些道理。我開始比較好的了解到著名的七十年代末期義大利「Fiat」汽車廠工潮的重要例子：在罷工鬥爭的關鍵時刻，中間管理階層突然倒戈，他們打出了「吾人乃為生產之維持而存在」的口號；一時間瓦解了全廠的罷工鬥爭。言明明白白的說明了，在生產或對生產作出協力，而是靠向生產工具及其利得的所有人在控制過程中作政治上的靠攏；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獨立有尊嚴的生產力的投入；而是作為仰人鼻息、觀顏察色的看守人(guard)的效忠性底表態。他們的生存邏輯和再生產機制是和生產者完全沒有相通的地方的。

回來我們這種讀書的人；我們搞了半天；最終為的可以說就是給人家用。如果不能給人家用，也就成了「沒有用的」。讀書人是讀不出米糧來養活自己的；是不會自己找飯吃的。


那麼，到底給什麼人用呢？怎麼個用法呢？用來幹什麼玩意兒呢？做些什麼事呢？在從上面這個工人的身上，她的話語與經歷的震嚇之下，我遂被迫去思考一些「邏輯」的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有一躲的辦法，叫做終南。終南了不多久，很快就變成了極為扭曲的東西，成了「終南捷徑」；爬到一個半高不高的山上作清高狀，就遲早會有人來敲門，敲一次門還不能開，非得三敲五敲門不可。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了。即令是真的有心歸隱，做到又有什麼意義呢？不要忘了我們之有今天的自己，光消耗卻從來沒有生產過，是吃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

再一歷史的例子是著名的伯夷叔齊和他們的「不食周靡」。終至於教人火燒山林不知所終。這個有趣的例子似乎說明了他們兩個老兄到底是沒什麼「群眾基礎」，同時至死也仍不屑為「民」的罷！


總之，逃和躲都不是辦法，如果竟行得通，問題倒是太簡單了。問題之難與複雜，偏偏在於在進退維谷之中做選擇，在得失相尅之間做取捨。沒有什麼兩者得兼、大小通吃的事情。


總之，說了一大堆，就是要去看看在一定的社會構造當中，身不由己已成為了中產階級之一的我們這些讀書人，到底有沒有可能意識性的做抉擇，找到一個位置；使我們不再被當一個工具，再生產一個不合理、不義的社會；支撐一我們不喜歡、或不願與之認同的東西：例如擁護一個獨裁的政權；再生產一個壟斷的經濟；再生產一殺雞取卵的剝削發展邏輯；使他們能不斷強化、重甦和再生產。
兩種中產階級的社會構造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先研究我們的社會構造。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在我們社會裡有兩種不同的人，依據了兩種不同的生存邏輯而存在，而維持，而再生產，也因了這兩種不同的邏輯而被對待，對待他人，和對待自己。
第一種人，他們的生存邏輯和在理由是他自己所具備的生產力，在社會人群的整體生計中扮演生產力超出一己消耗的生產性角色。他在從事這些生產活動的持續中不但維持了自身的物質底存在，更維持了其他人們部份的物質底存在。理論上，只要自然允許，他就可以自力營生而且養人。在不合理的社會裡，他們在一定政權強制的法權下，被允許或被驅使去生產，偏偏是為的被用來養不生產的統治者；而統治者的意理都偏偏把他們打成了第二義的存在，好像他們是為統治的寄生蟲而存在的；相反的，寄生蟲的存在竟被說成是他們存有的前提，理由和必要條件了！——當然，結果到頭來這一套假的說詞還是要被拆穿的，被顛倒的是要被顛倒回來的；道理很簡單，最終寄生蟲無處可寄必然無活，被寄生的去掉寄生蟲則必活得更生發。
寄生的一種人的生存邏輯則不是生產的，他們本身在社會的生計中扮演的是一個維持權力結構，保護及執行強制法權，及不斷再生產統治意理，疾呼寄生有理、剝削無罪的角色。他們為最大的寄生結構——權力中心或政權本身——提供「看守勞務」(Guard Labour)，而分獲部分的榨餘：例如各式工頭、警察、經理和新聞局官員。他們一方面「目中無人」，見不到供他依食的老百姓，恣氣使人；另一方面卻又是最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的一群，他們必須在「匱乏」和「希冀」間打滾，在「壟斷」和「中箭下馬」之間被煎熬。他們的生存邏輯及所倚手段的光譜自賣身投靠向賣友求榮延伸；被閹割了物質生產力的可憐活物，不可避免的終成了精神上的太監，日夜以權力鬥爭，權謀傾軋為能事。

從對這兩種人的認識中，我們現在來看看所謂的中產階級。首先，中產階級這個詞是被用得很濫的詞了，尤其在社會學中。最早，它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範疇；使用了很久以後，唯物論者及馬克思主義也採用了類似的觀念；今天一些神經衰弱之士，一見階級二字或中產階級一詞就心中發毛，實在沒有必要。

因為這個詞的指涉在不同的時期變異極大，今天其所指已極不清楚。為了避免蛋頭，過去的都不講了，只挑當今在美國最紅的E‧O‧Wright來談一談。

E‧O‧Wright迄今主要的著作都圍繞了中產階級這個題目。他的主旨是認為中產階級在一個社會構造中所據有的是一個「contradictory class position」，矛盾的階級位置，這個矛盾基本上還是指的兩端之間的意思；一邊是資產階級，另一邊是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在中間的地帶，不上不下、又上又下、半上半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之謂。其實這個話是沒什麼意思的，不管什麼階級的什麼位置無不都處在矛盾與遊動之中，階級之為物簡宜可以說是這種矛盾與遊動在一定物質條件上之進行政治底踐行(praxis)的、特定時空的、義利凝合與主體突現的產物。在這點上我的方法論及認識論和Wright是可以說很不一樣的。(參考E‧Laclau；E‧P‧Thompson；A‧Przeworski的近著)
但是我現在要挑戰的不是他基本的理論架構和支撐他理論的種種基本預設(presumptions)；我只要指出他認定經驗事物(empirical claim)上的誤差。

他把中產階分成了兩個部份：一個叫做舊中產階級(Traditional Petite Bourgeoisie)，另一個新中產階級(Neo Petite Bourgeoisie)。前者包括小商品生產者，小店家、手工藝者等……後者是現代工業生產體制和資本主義下的中間階層，在美國比較好聽的叫「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包括醫生、律師、教師、會計、心理治療師等不專屬於單一機構的「自由職業者」；也包括了「科技人士」(Technicians)，如經理、工程師、設計員和科學家等……細分的話，技術上理論上都有不少沒有解決的問題，而Wright基本上對Bourgeoisie和Middle Class兩詞也是互可換用，不加分辨的；對某些理論立場的人，這已構成大問題了。現在暫且都不理這些。我所不贊成的，是他把他所所謂的傳統的及新產生的兩種中產階級都當做了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並且有將之置於四海而皆準的傾向。最起碼，他的這個看法，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化，以至於今日種種政治行為的演變都不足以提供一理解與說明的基礎。
圖I
	物質生活再造體系
	
	資本主義生利體系



	民間社會

競爭營生部門
	
	國際資本

壟斷積累部門

	中心企業主

發代工企業

從事代工企業
	
	壟斷資本
	金融
	國家機器

	
	
	
	
	

	
	
	
	法權
	

	各業佃工

家庭／鄰里工場

零／散工
	
	銀行家／經理

律師、會計

工程師、社工師、科技員

中級行政人員

各級教師／研究員

	
	
	

	勞動婦女

家庭主婦

農民

漁民

原住民

老人、兒童、失業者

老兵、殘障

街頭夜宿者

性工作者、流鶯

攤販、夜市業者
	
	監工、保全人員

警察

	
	
	

	
	
	各行職工

(工資或部份工資

之「受僱者」)


我以為，特別是以台灣的情況而言，必須要有一個不同的看法：在新的理論架構上才能比較好的對台灣的過去及今天進行理解，並加以解釋，上面這個簡圖(圖1)，就是非常非常初步嘗試的一個縮影，拿出來希望有助於一同思考。

但是，即令是對這麼一個極概括的表象而言，為了達到今天所談主題的目的，也只能極粗糙的談到它的一個方面：

假如說我們認為在台灣的社會構造中存在了在概念上可以加以釐清、而在政治實踐中又體現了他們的比較根本歧異的兩種中產階級的話——是結構的同在，不是歷史的先後，也不是「演化」的型蛻階段——這兩個中產階級的部分毋寧是在兩個平行而不同的次結構「Sub-structure」中並存的，一方面(左邊)是廣大老百姓的、基本的、生計維持的部門，建立在競爭營生，生產自持邏輯上的民間社會；或者用Braudel的話說叫物質生活及其再生產的本部。另一方面(右邊)，暫時借用現成的概念，可算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邊的東西——是由國家機器透過政權的專授(franchise)換取壟斷資本金融的再投資(reinvestment)加以維持的政權／資本複合體。其邏輯是壟斷、剝削、外化生產力再生產的成本；外化社會成本和預賒有生資源；用Braudel的分法，也就是他所謂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個構成。
然而，就台灣而言，其歷史的，地緣政治的，從被舊殖民主義到被新殖民邏輯所囊括的發展進向；至於今日，它充分地成了一個資本主義邊緣(capitalist peripheral)「非正式發展」(informal development)的例子。這個例子挑戰了正統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左右兩難的教條與陳套。但它也提供了供吾人反省的物質基礎，以及再思與突破的新機。

質言之，以台灣的現實觀之：左邊的競爭營生部門，生命力旺盛，新陳代謝速度快，適應能力強、滲透力廣、結構龐大；在質量兩方面都是近年發展與累積的主要領域，它不屬於「傳統的」中產階級生產式樣的代表，它的小生產者，小所有者，小交換者所進行的，不是所謂的小商品生產(Petite Commodity Production)而是不折不扣的「部份商品生產」(Partial Commodity Production)。「部分」的意義有二：第一，它的不少產品本身已具消費成品的利用價值，且在國際範圍的市場上佔據了部份的行銷比例。
至於右邊的部份，在邊緣資本和不正式發展的現實中，它的封建性格及商業資本傾向遠遠強大過工業資本的生產邏輯，原始積累遠遠主導了相對剩餘價值的誘生，非經濟的控制與政治暴力常是維持它、並對它加以再生產的主要力量或基本保證，眼前暴利的追求遠遠淹沒了長期規劃的社會需求與保育養護的最根本要求。在這個體制下，各式的生產樣式紛然雜陳；原始與先進比鄰而舍，也互尅相生。俏若說，經驗上如果真的可能有一個接近理論上「概念構成的」(ideal-typical)的資本主義模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的話，台灣的現實，顯然和它絲毫無關。如果真的要給它一個標籤名號，恐怕頂多只能叫它做「混雜式生產模式(composite mode of production)」罷！

就左邊這個部類而言，它基本上是自生自滅，自滅自生的東西；套句流行話，就是「自力救濟」和「自力防護」的生產部類，它們的存在對政權而這，不景氣時，成千倒閉，請聽自便；這叫做競爭淘汰、適者生存、汰蕪存菁；另一方面｜一旦景氣好了起來，政權／壟斷部類對它們抽稅的抽稅、殺價的殺價、括龍的括龍、打劫的打劫；反正弱肉強食，見者有份。這恰恰是自由經濟、特別是在台灣當局高唱的「任其自為」(lassez faire)的根本真諦所在！
另外一方面，在右邊，龐大、擁腫、無效經營和長年蝕本的壟斷／官僚企業；就算是生產力再低，賠錢再多，政權也要以全民之名，假全民之利把它們維持下來，再生產下來，因為它仍是「國防工業」、「火車頭工業」、「抱國際資本大腳工業」，乃玫於「鐵頭工業」……不一而足，在這兒光談經濟是沒用的；恰恰是在這兒，根本沒有什麼是純「經濟的」那種蛋頭學者棋盤上的東西。有的偏偏是赤裸裸的政治利益，控制主宰，合縱連橫……不折不扣的政治經濟學！
至於左邊和右邊的關係，只能更簡單的提一提了：左邊自生自滅卻天天要面對自己生計的一群，在營生之餘，在進行維持自身生存和再生產而進行必要的活動之外，有意也好無識也罷，成了社會上中堅的「經濟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換句話說，他們除了成為政權為了計算歲入或國民所得的統計對象外，也成了資本家計算勞力提供與購買力的材料：剩餘勞動的提供，剩餘的產生，乃至於從商品到利潤的實現之轉化，都成了他們存在的基本責任和根本理由；在通貨膨脹和消費阻滯的對衝的巨流中浮沈恰恰是它們的「社會功能」！
然而，我們切不要忘了，它們也運用了種種的辦法來保護它們自己，維持它們自己，抵制或迴避一個來自於政權／壟斷資本部類，不斷的無窮的壓榨與脅迫；他們絕不是心甘情願的，也絕不是任人宰割的，他們這種無刻不面對的每日生活的抗爭(everyday life resistance)近年已漸成了庸俗經驗論與庸俗實證論之外的人文社會學者們注意研究及進行思考的主題了。

右邊那個「現代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state)的政經壟斷官僚構造這個東西，它的性質和前現代的王朝政權是有多根本的不同的。基本上，現代的民族國家是一個「特權」(totalitarian)的國家；是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無所不涉的政治力量。在這「國家」對事物主控的議程中，一個最大的項目就是所謂的促進發展經濟——當然，要發展的是「經濟」呢？還是政權自己自己？為誰發展呢？為何發展呢？發展什麼呢？發展來幹嗎呢？已成了當然不問的「非問題」了！
簡單說，這個國家機器在歲入最大(maximize revenue)上的強烈傾向和資本主義再生產中資本邏輯的利潤最大化(maximize profit)基本上是若干符節的。也就是說，這個「最大化」目的實現，一方面得加強勞動力的勞動強度，加大剝削率，原始累積和利潤率。另一方面，如上面的辦法行盡了，內部矛盾深化了；另一個辦法就是儘力擴充經濟的規模，「擴張經濟餅(expand the economic pie)」。只要整個大餅不斷的脹大，其間再不均分配部份也多少相應的沾到光，社會的穩定就可維持；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就可以維持再生產，就是凱因斯充份就業和赤字預算論的政治策略層面；戰後卻也成了許多國家社會民主黨人在「福利國家」帽子下的共同經濟綱領。這個綱領當然是一國資本主義的苟存邏輯；它那在有限世界範圍內的無限發展要求——且不論其閃避社會結構性不公不義的偽善性——是典型的剝奪經濟現代版；長期以毀棄地球有生資源及其再生為代價；短期利益掛帥指導下，國有強武霸權者得以據之，自經濟侵略進而政治宰制弱國；國無強武霸權，也必進行貿易戰爭並向其弱勢地區輸出高剝削夕陽產業與工害污染。
現代國家機器，可以說是以利潤掛帥的一種中央政治權力，它是利用國家暴力和法權宰制來保證資本投放的利得回收的利益集團。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與知識人(Intelligentsia)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對的話，我們早先提的兩部類社會構造也就是不同生產邏輯和經濟基礎上的產品了。

社會構造如果有兩部類，中產階級的讀書人，客觀上就有成為兩種不同的人的可能。主觀上呢，每一個讀書人就必須做一個「存有的」(existential)政治底抉擇了。因為成為兩種人的哪一種，在哪一個經濟基礎上為什麼服務是非此即彼的，無可得兼也糊塗不得的，自己不選就被決定，甘被決定而不自識是談不上人的存有的；那是動物學的題目，我們現在不談。
中產階級讀書人可以成為哪兩種人呢？一種是所謂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另一種是我稱之為「知識人」(Intelligentsia)的東西。「知識分子」和「知識人」有何不同呢？當然，對這兩詞的我的用法，大家可以不同意，但為了我要講的東西的方便，大家不妨忍一下。

「知識份子」這個外國詞的中譯，有人認為譯得不好；但在我今天的意義上，它譯得特別恰當；是有知識的或是在進行某種知識活動的社會力量的一種分子。知識人這個字的原文是英文中沒有的；這是一個東歐和中歐的社會現象和用詞，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廣大東歐的人民運動，從解放農奴，到民間去，乃至於虛無黨人的搏命，都代表了這一類人求生赴死的歷史。這種人的政治取向，我們今天有一個適當的譯詞來作總結：就是「基進的」(radical)、強烈的民間取向。他們和知識份子不同之處，最主要在於他們在反對政權並和它對抗的同時，並不只以政權或國家機器為唯一的對象。在主觀上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抗爭是一種取而代之的活動，也不假裝自己是一個隱性的未來的政權、在進行奪位的演習或操練，更沒打算成為現今或來日政權機器的一部份。相反的，在他們的具體實踐上，他們是極意識的始終堅持著一個立場：站在廣大的生計維持者的立場，對抗和抵制所有與國家機器及其利益合致的宰制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我借了這個詞來說我想講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的，不少人說了，歷史的事像也一再證明中產階級在政治行為上的遊移閃爍，政治性格上的軟弱和二重性。那麼做為中產階級之一的知識份子和知識人的二種性又是怎麼樣了呢？一下子他清高去了，下一分鐘他做官去了；臉不紅，氣不喘，顏色不改，而且常常最糟的做官的，最乖乖牌的官老爺偏偏是清高的，或者甚至是「革命過」的。這些「革命」的過來人一旦被官府安撫歸順，常常要不是最效忠的，也是最狠毒的；一個政權的統治者如果夠高手就是能在適當的時候和地方收編適當的反對力量為它以民壓民效命，這是經驗上有的事，在大陸、香港、台灣更不少見。
但是，總的說，這種二重性的提法，在社會分析上是沒有什麼用的，照這樣的二分法，恐怕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或人是不具二重性的！

這種顯出二性的經驗事實，一旦深入究之，針對了行為主體的人的主觀性，自我認定和選取(包括放棄選取)；這二重性就顯然不是亦此亦彼的東西，而是兩個截然不同，天壤之別的分野！面對一個作為主體的「人」的，是你要做這個還是那個；做政權的走狗，還是做百姓的前卒。好比說，講一個生產技術上的技術官僚——工程師、技師、研究員——或者是社會控制技術上的技術官僚——社會處的大小官，社工處的各式專家等——是中性的、中立的或是最起碼是無害的(benign)這程說法，說得好聽是神話，如實是機會主義知識分子的遁詞。露骨點說這是現成的騙局，是這個社會給年輕讀書人的免費強力膠；吸進腦子裡去很舒服的就可以教自己不去問做一件事或扮一個角色的可能社會政治結果。
質言之，知識分子和知識人的問題，恐怕恰恰不是孔夫子講的「君子不器」。「君子」是偏偏非「器」不可的。君子自己既「吾不如老農」又「吾不如老圃」；吾無有飯吃，除了為人所「器」也沒旁的辨法。問題不是「器」不「器」；是怎麼個「器」法？被誰「器」？「器」些什麼東西？「器」得教人什麼樣的人借屍還魂或長生不死了？孫中山講過只做大事、不做大官的選擇；我於是猜他首先是認為這個兩者不是一個東西；其次，兩者是兼不了的；再三，它們恐怕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東西吧！
如果上面的分析可用，那麼，恐怕中產階級的讀書人還是可以被「器」，而不一定非以政權為對象不可；或假裝自己是以後的政權不可的。「器」那麼個東西，在這兒我是肯定的；中產階級讀書人的作為社會構造的一種「份子」，經過主觀的認知，是可以成為作為一個有主體、意識性的、為人民長遠利益做些事的「知識人」的。他能找到一定的位置，找到一定的角色和放在一定的地方。

香港勞資抗爭中的不平衡結構

在這個骨節眼上，讓我們一塊兒回到香港，我進行研究勞資衝突的個案。在我接觸到具體的勞資個案時，我在一個地區性的勞工服務組織做義工；這個組織的成員都很年輕，有在學的也有剛離開學校的，也有白天在教書及被選了當區議員的。工潮開始時，工人們找到了我們，大家一伙研究、開會、評什局勢、策劃行動，到罷工及守廠靜坐的高潮時期，這服務中心上上下下通宵達旦的在廠裡、在街上、在中心辨公室絞盡腦汁、搞動員。到了罷工的第三天，廠方拿了院的禁制令把這中心的人員全趕了出來。因為我們這些支援機構被視為是「第三者」；特別是因為和工人站在一邊，因而完全不具備了資本主義法權宰制下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資方的律師、會計師、公共關係公司、勞工顧問等等，加上政府勞工處的官員天天進進出出——只要是幫資方的，都永遠成不了「闖入」的第三者。這還不打緊，除了美國最大的公共關係公司派了危機處理組來之外，他們背後有整個日本商會、外商聯合會，還有日本領事館和勞工局勞資關係科的支援。
在這兒，我們就可見到一個很清楚的結構，這結構是整個大的社會構造具體而微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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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II，我們可以見到這個構造是二分的，也是多層次的；從A到E，從甲到戊；雖然沒有統屬的直接關係，卻分別是兩個主要結構中的不同層面，左右兩邊的中間一個勞、資、政三邊協調委員會之類的東西，在香港叫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是勞工技術官僚，大商家代表和建制工會的大佬；沒有一個工人。它做的工作是諮詢建議，在法律的層面做文章，卻既無立法權又無行政權。這當然是意欲作為一個中立協商神話的樣章(token)，和稀泥邏輯的建制框框的。事實上，它是一個笑話，極不重要的笑話，當局要玩又卻太不認真，使得它無權無勢，也就無聲無息，官方佔1/3，商家佔1/3，其餘是工會大佬，其「中立」可知。可以說純粹是攏絡及囊括吃工會飯頭頭的空白枱面；妥協邏輯和勞資和諧的具像表徵。

AB和甲乙分別是社會構造中最具法權合法性的固定機構；它們也因之多少得帶上某種中立性、全民性、合理性的面具。AB維持體制裡資方建制的再生產，甲乙則維持體制中相應的勞方建制的再生產。它們是彼此最經常接觸，頻繁交往，接觸面廣泛的專業組織；在一定的程度上具備了同質性。在形式民主的理論上，AB為執法機關，甲乙則為創法的法人團體或壓力團體；它們由於分別受到背後的壓力——AB從CDE；甲乙從丙丁戊——有時是不免做一些「法外」的鬥爭的。但是恰因為它們都是由專業的技術人員組成，各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先決條件，處在一種必須長期維持的、重覆性的遊戲關係(continuous repeating game)中。他們對打時是無意殺死對方的；殺來殺去以不輸不嬴為目的，各嬴一半，大家都不死。時間一到，回合一夠，各自鞠躬下場，下次再來；是很有運動員精神(sportsmanship)的。同時，恰恰因為它們的主體都是所謂的專業人士，為了合法化(legitimize)它們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它們是必須做一種菁英主義宣示的——宣稱自己是專家，及專家在社會上的特殊壟斷的位置。他們是很包辦主義的；勇於自封為工人或全民利益的代理人，幾乎全知的超然的仲裁者，久之，即令是甲乙方面的成員，理應以工人為他們真正的老闆的，也養成了不信任工人，瞧不起工人的習慣。是的，工人沒有一個是像他們那樣歷練了的談判專家，自一個以為工運就等於談判協商的協商專員看，工人們本身怎能不是工運的門外漢呢？
右邊，自B以上C、D、E，大多是隱形的，卻是千真萬確的壓力集團，它們相等於丙、丁、戊，越往上，日常直接接觸越少、相對性越強，妥協可能越小。C、D、E一邊玩的是高層宮廷政治的遊戲，丙、丁、戊一邊走的是發動草根群眾的動員運動。他們一旦衝突，常常在長遠戰略的考慮下，要求在每一個戰役中打殲滅戰；以最高程度的重傷對手為目的，這當然，和AB與甲乙的戰法是很不一樣的了。
但是，重要的是，從圖II這個看來左右對稱圖像上，我們切不可推論出左右在力量對比上是公平的、相匹的，其基本的結構不平衡可簡單的說明如下：

(1) 右邊是經常性的專門建制，其生存和維持是建立在財稅的繳納及利潤的盤剝上的——又恰恰都是來自左方的——不須自營維生。這些機構的常備兵員，是「養兵三年用兵一時」的；不需動員成本的。相對的，左邊既非建制，且常常連組織都沒有，一旦戰爭，打游擊的還要自帶糧食，動員成本是極高的。

(2) 在議會民主理念宰制下的對「合法鬥爭」及「全民利益」的強制訴求，產生了兩個效果：
(A) 抗爭必須在現存的法權空間及法律邏輯中進行；
(B) 抗爭主體的利益訴求越明確具體即越顯得偏狹(parochial)，越易與其他社會力疏離，也愈易在「全民」的帽子下被孤立。

(3) 法律恰恰不是龐大自力營生者熟悉的東西，更不是他們的戰具。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法權宰制下、法律既不在他們手中，更不是為他們所設。法律的偏勃外，法律遊戲的負擔——時間和金錢——更非他們可以承受。在這個體制中，自封全民利益之代理人的，恰恰是國家機器的成員及其意理的生產者；透過資訊的壟斷和「王天下」(hegemony)操作的宰制，自力營生者的日日具體利益被說為「全民」利益的對立面；每一個具體的老百姓都被描繪為自私自利者或作奸犯科的準材料。
(4) 社會衝突的專業化、社會矛盾在技術官僚的操作下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常能有效的平息「動盪」，而恢復(restore)了現有社會的「精巧的均衡」(delicate equilibrium)。但是，現存社會的現實存在卻恰恰是一個不公、不平衡的偏勃結構(biased structure)——資方、政權的壟斷、及其不斷的被挑戰即為照燈——它的每一次被恢復(restored)，不是簡單的回到「正常」(back to the “normal”)，而是明顯的自力營生者利益底再一次被壓制被出賣、被犧牲。

(5) 自力營生者針對資本或政權壟斷在其生存上、生活上，及生產上生產戕害的種種爭執，透過了「建制」——官方或「非」官方的——人員的「議事化」，將抗爭孤立、並帶進了一個不同的型態與層次；有如颱風上陸，漸行漸消，動員力一失，群勢瓦解，動勢就一去不復了。這現象一旦結構化(structurized)，議事專業人員必儘力將一切爭執硬生生拖上枱面，把一切化約為討價還價的東西。草根動員作業及具體的「生產車間的抗爭」(shopfloor struggle)，一方面被有意的忽略和歪曲；另一方面則受到資本／國家機器法律暴力的露骨壓制。
以上這些，恰恰反映了國家機器及其法律的利益性質；它既是某些人的鎮壓工具和宰制張本，就不能不是一個失能(dysfunctional)的東西；它的存在必須建立在暴力的專屬與壟斷之上。針對於這種不息的長期鎮壓，生產人口被矇一時，卻不會被騙一世，他們遲早起來抗爭；這種抗爭是不來搞什麼議事，協商或者妥協的；不是溫文有禮，吃飯叩頭，斯文掃地的。這種抗爭，就是我們說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出現及其必要性偏偏是一個偏勃的支配結構和失能法權下暴力鎮壓的操作所撫養、所教育、所促成的。也恰恰是「和諧」、「妥協」神話自我破產的灰燼中躍生的火鳳凰！

「運動」中的知識份子和知識人

是的，在資本／國家壟斷和法制宰制、暴力壓制下，老百姓的出路是「運動」；但是，「運動」不就是「動作」；在一個認真、誠懇、負責任的運動中，它的成員必須明白，運動的對手是一群建制加暴力的統治專門家，外加國際性的財力、武力與智力聯盟。要為一個草根的長期的利益而運動，絕不是「有動就有」，或者是「動了就算」的東西——而「盲動」的代價，在我們的記憶中應該不太遙遠吧！

這點，特別可以從對手的反面事例中得到證明。回到圖II，右邊結構的底下，作為其走卒的是什麼呢？不是(或不光是)搶捍子老粗；他們是一大幫子各有專技的讀書人。這幫子出主意使計謀的人物，可不是光吃飯的；他們可真是做功課的；據我所知他們在港日間來往的電文就有尺來厚，開會紀錄、調查報告一大堆，對香港每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人領袖都成立了私人的專用檔案等等；不是開玩笑的。恰恰是他們的主意，在工潮最嚴重的時刻，他們建議用法庭的禁制令，把丙丁戊的人都趕出去；同時，巧妙的邀進甲乙方面的人員，他們知道甲乙是建制性的大組織，一旦介入是輸不起的；既輸不起又要面子，爭調停之功，當然必定「放水」；貍貓如此這般換了太子，工人的真輸成就了他們的假黨，恰恰成為資方的囊中之物！對工人施加壓力，進行說服，上下其手，軟硬兼施，豈容資方自己弄溼自己的手呢？
至於左邊，特別是丙打戊的下面，我們也見到了一批讀書人；憑了他們的熱血和正義感，為工人的尊嚴與福祉，通宵達旦，露宿奔波，被打被趕，遭忌受脅；他們絞盡腦汁，堅忍撐持，源源使出怪招，和右手的一夥鬥智；屢屢教資本／政權的千夫為之跟蹌躓步。他們這一群人儘管也在同一個社會裡，也讀的是書——也許大部份沒有右邊的人讀得「好」——卻和右邊的一夥，顯然不是同一種人，也不會是一種人，更不能是一種人。
至於說工人本身是不是有能力獨力來進行為他們自己的尊嚴與福祉的鬥爭呢？我認為是有的，絕對有的，那麼你們這些讀書的加進去不是多餘的嗎？不是的。不要忘了工人的抗爭中，他們的對手不只是資本主，也不光是政權，還加上一大票吃那些人底飯的業有專精的「知識份子」——他們在法權的偏勃下，只要為資本／政權服務，就受盡一切保障，永遠不會被打成「第三種人」——這正是整個統制結構最最不平衡，不公不允的重要部份。

同樣的道理，恰恰因為統治結構的偏頗，左邊的組織及讀書人的介入不但可能，更成為必要；正如「運動」之針對法律暴力，它們更是老百姓必要的同盟者；投身來對付和抵銷右手邊下面一大夥造成的禍害。

右手邊那些人絕不是白痴的，他們有英國大學的專業文憑，衣飾齊備，侃侃而談；在我的研究訪問中，他們毫不忌諱的討論他們的技巧；如公然宣稱：「去處理」公平問題是笨的，公平那有什麼標準，要處理而有效果，「做得看似公平才重要」(acted seen to be fair)……等等。

在上面這個這麼具體的實在例子中，我們清楚的見到了兩種人，兩種讀書人：右邊甘於被權勢如破與財富所用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左邊，選取去被草根的長遠利益所用的，投身於對權勢與財富所在作抗爭的知識人(intellgentsia)。他們都相當意識地扮演了不同的社會角色，對社會事件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知識人的來路與人民的主體性

知識份子的發生、存在、成長和再生產的機制是很清楚，龐大的國家教育機器與意識型態機器是它們的生身父母；資本與權力壟斷集團則是它們體面的教父、教母。
知識人是那裡來的呢？它們可以說是國家教育與意理機器外，它們的野孩子；這孩子和雙親是子不識父母，父母不認子的——資本／權力壟斷教育的意理機器之核心中，總是會產生非意欲的產品(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例如民族主義的領袖一律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培養的，孫中山亦不例外；這些怪胎的產生，說明了控制操縱的極限性及個人創發自強的突破性，它居然也極諷刺底地給了專制宰制的教育意理機器一些它們不想要的光彩(credit)！

知識人既非大戶人家之嫡，也無幸為體面世家之後，它們是什麼人養大的呢？這兒，我們面對了一個社會存在底物質基礎的問題了！
是的，知識人的產生繫乎一己成長中的意識性的選取，一種通過對自己的存有負責的對自己存在的決定(existential decision to make)；對自己是一個終極的政治的承諾(commitment)。但它之所以產生、能存在、成長和不斷自我再生產及擴大再生產，不但成為覺醒的個人，且成為一定義意的社會存在，非要有一定的，社會底的物質基礎不可以的——否則，南山之徑，伯夷叔齊之國及其他自孤自高的逸事，是不免壹壹重現的罷！
那麼，在「最終的分析上底經濟事物的勝出」(the triumph of the economy in the final analysis)的基礎上，我們知識人存在的社會物質基礎又在那裡呢？
先講幾個反例：我在香港研究工潮個案的日本總公司，最後派了一個五十幾歲，城府極深、圓滑世故的董事長來解決爭議——對付工人。此人確是手，一邊大把使錢，令工潮的道德性質瓦解、降為純經濟事件；另方面，對外宣傳此事影響投資信心、威脅政府與本地資本利益；他在對工人節節施壓的同時又頻頻約工人領袖個別談話，各個擊破……。這個人是什麼人呢？他是日本近年頻頻「商場戰死」的大商社頭子們底下一代；如他在訪問中的自稱：「我學生時代也是一個左派，甚至於是個『紅衛兵』，他是搞過運動，也搞過鬥爭的；也曾是正義過的人哩！而今，恰恰因為他的那些經驗：「我很了解工人，我知道怎樣和他們交通……」他成為了最佳的對付工人的打手。

這個日本董事長，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卻代表了日本六十年代激進學生成群為資本／權力壟斷集團所吸納變造，而今成為保守中堅的具體事例。他們以曾經正義過為今日的作為自安，也以曾經在草根動員中混過的經驗，更有效的利用草根動員中所有可能的矛盾、破壞草根動員的集結與成形。這兒也存在了一個嘲諷：草根動員與運動為鬥爭培養了戰鬥的後備軍，但卻有如資本／權力壟斷集團的教育與意理機器一般，它常常沒有辦法界定或控制其產品——它訓練出來的後備軍最終到了什麼人的手上——成為了什麼人的後備軍！
從這個日本模式的例子來看，我是特別對南韓學生運動及其成員的將來不感樂觀的；學生在校園中，當進入社會的複雜網絡前，常常是可以很激進的；但是，如一開始所說的，學生甚至於不是一種東西，是一個過程。一旦他們喪失了學生的身份，所要面對的世界將是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要面對的自己也是非常不同的自己。在那個世界中，在那個世界中的自己，倘若沒有一個不同的生計的可能，缺乏一個獨立的生計維持的物質基礎的話，他們最終不免又變成大資本／大權勢機器中的螺絲釘；恐怕，他們的動員、運動和戰鬥，最終是為資本／權力壟斷集團提供了最好的、現成的、免費的壓迫工具罷！像日本董事長一樣，他們之搞過運動、正義過，他們之親身經歷過，門的懂、使他們變得最「有效」；這一切都成為爭奪剝削權的本錢、或在既存體制中層層分贓的待折現籌碼了！

如果存在的物質基礎有它一定的強制性與社會意義的話，上述的景像恐怕多少是莫可奈何又無可避免的吧！

如果這個分析是對的話，知識人存在與再生產的課題就成了社會構造中不依附資本／權力壟斷集團而自力營生的民間社會之存否，及其生命力、再生力的問題了。也就是說，我們圖I中左邊部份競爭營生部門的物質實力、自主性、機動性和吸納能力等等的問題了；換句話說，也就是另一種中產階級和其相應的知識人的存在邏輯是否完整週延；它們存在的建構運作是否自成體系的問題了。
就這些特定的樣相而言，如果圖I的表像能夠較好的說明台灣今日社會構造的話，我們是有足夠的理由為台灣民間社會和知識人的前途樂觀的。台灣比起日、韓、星高度單一發展的社會構造要樂觀，比起香港的極度鬆散和國際游走資本的竄入要樂觀，比起中國大陸自力營生部門之剛剛誕生就尤其樂觀了！
那麼，為什麼對台灣民間社會與知識人的前途，我主張這麼一種提法呢？這兒牽涉到一個就中產階級份子和讀書人的有用部份、將之對資本／權力壟斷集團硬塞進去，或是將之從中拉拔出來的戰略考慮的問題；也關係到了種種對「體制內改革」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欺與混淆；各式各樣藉「吾不入虎穴」有意或無意的自慰與投機……等問題。

今天假如我們要真正面對一個資本／權力壟斷集團，要反對他的種種濫用、不義，挑戰其下所有不合理的現象和對老百姓的欺壓，去除我們看不慣、不容許的東西，假如我們頭腦清楚、立場鮮明，在這樣的反對與挑戰中，恐怕是很難去認同一個眼中只有政權的「反對」力量；或去支持一個只一心「就政權取而代之」或「分而享之」的「民主」——為民作主——政爭的罷！你不好，明天我上了你的枱面一切就好了——有什麼保證呢？換班遊戲的爭奪剝削權爭執又與草根的長遠利益有什麼共通的地方呢？這種反對毋寧反的只是一個「你不是我」或「你中無我」罷了！挑戰的不是「壟斷」或「剝削」本身，而是「壟斷」或「剝削」主體的主宰或成數罷了！這種「反對」的形式；這種只見到「權力所在」，看不到「權力之下」底老百姓的利益，或不將這些利益的關係搞清楚的「反對菁英」，在歷史的沖刷下，太多通到我們鼻尖的例子告訴我們，它們充其量是他們「反對」的東西底「鏡中形象」(mirror image)罷了！
回到我們香港罷工的例子；如果我是一個工人，工廠的經理部門很壞，平時盛氣凌人，有事時更無所不用其極；跟蹤、恐嚇、打電話騷擾家人，什麼手段都來。結果日本的太上董事長來了，向我保證說，沒有關係，經理部門不好，我把經理部的人都換了；你不必再怕，乖乖回來生產、放棄罷工。如果你是我，你信不信？你會不會乖乖回去，放棄抗爭？真正的工人，從鬥爭中打了滾過來的，對這種對付嬰兒的劣招——連騙人都不認真，都不煞有介事的去騙，也許是太狂妄、太以為工人是白痴了罷！——是連叱之以鼻都感到多餘的。組長、工頭、經理換了面孔天下就太平了、相信這套、或者以為別人會相信這套的老兄們，恐怕幾劑發汗藥是救不了的了！妙就妙的是，在現實利益場的沖撞中，真是有不少心為利欲所薰，眼為銀孔所矇的人的：這工廠的一個本地經理，他偷偷在外有一個小型的類似加工廠；知道這此被辭艮的工人都是有技術、生產力高、工作認真且有自尊的工人，他竟在事情解決前就按捺不住，背地和他們連絡，說：「沒關係，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們辭掉你們，你們到我工廠來，我會好好對待你們……」如果你是工人，你會不會相信，你會不會去？

講到這裡，我們應該清楚見到，對工人——也對競爭營生部門的龐大自力營生者言——他們的為自己生計、生存、生活、生產與生長的抗爭，絕不能是一個代理人的戰爭、強棒代打的打跑遊戲；其運動根本的問題性不在於什麼人去當什麼撈什子經理。而徹頭徹尾是一個誰是生產與消費的主體，誰是社會利益及其未來的主體的根本分野與確立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最先的最首要的、作為一個生產者的工人及自力營生者；其主體性——確立及體現在其生產活動的熱烈投入中——是必須最大限度的受到社會的尊重與確認的；他們在日日具體實在的生產實踐中，不斷為其尊嚴、福祉，更合理的生產操作、利益回饋而進行的「生產車間抗爭」(shopfloor struggle)是必須成為社會進步動因的一個主要組成部份的；沒有他們，沒有這些，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組織，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生產分配是無由促生的；工業民主是無由確立的。
知識人的自我認識與承擔

在這樣的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勢的確立和熱烈的抗爭實踐中，為自力營生部門龐大生產者所激發、所栽培、所養育和維持的知識人，在具體實踐中又是怎樣去結合其自資本／權力壟斷集團而來的專技訓練，將之轉化——也在過程中將自己轉化——為給老百姓草根性長遠利益服務的東西呢？

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我參考了一九八零年「基進政治經濟學評」(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春季號上Burris寫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談到了中產階級——其實是我圖I及圖II中右邊壟斷積累部門或資本主義方面的中產階級——的四種職能(Functioning)：

(1) 監督功能，主要在於主控生產過程；其執行人物為各式經理人員、工頭、監工……等等。

(2) 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再生產功能；要在於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各個個別分子及其全體，其執行人員包括：教師、社工、健康職業者、國家機器行政官、律師、文化工作者……等等。
(3) 會計審計及將價值在社會中實現的功能；要在於把商品在社會控制的孔道中通過消費人口的銷廢使利潤以金錢的形式釋出；其執行者有廣告業員、推銷員、會計員、銀行家、財經家、保險業……等等。

(4) 生產之技術手段的轉化功能；要在於在人類知識與科技的水平上；將之閹割，導向或塞入資本回收、利潤積累的管道或運作中；其執行者叫科學家、工程師、科技工作者、研究員……等等。

如果他是對話，是不是所有具備(1)到(4)訓練的人非幹他列舉的那些事不可；也非耽在我們圖示的右手一邊不可呢？

換一個辦法問同一個問題：他們這些有(1)到(4)訓練的人絕對沒有旁的地方可去，旁的社會位置，只能為剝削與壟斷服務，幹錦上添花的事以苟活偷生的嗎？

圖III

	物質生活再造體系

(競爭營生部門)

知識人的擔當
	資本主義生利體系

(壟斷積累部門)

知識分子的職務

	人民的監督員——社會監督，針對生產過程、社會控制、政權運作、公用事業進行干涉與參與，
	監督功能——主控生產過程——經理、工頭、監工……

	(

)


	

	改造並轉化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主理——社會訴訟，就憲法權力挑戰、不合理法判，導向合理的資源／人文／物質生活共生再造的社會關係，
	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功能——教師、社工、健康職業者、行政官、律師、文化工作者……

	(

)


	

	人民實質生活改善的責任者——社會審計與社會會計、合理消費及有效生產的守門人、生產人口社會貢獻回收及公義的督察員，
	價值實現功能——廣告員、推銷員、會計員、銀行家、財經家、保險業……

	(

)


	

	民間取向科學技術的倡議人與技術員——社會預警、不斷提出對自然、人文、社會與經濟／民主生活產生戕害的警示與預告；面對絕大多數生產人口日常生活、生計、生產、生長密切相關科技與運用的創發人，
	生產技術轉化功能——科學家、工程師、科技工作者、研究員

	(

)


	


假如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社會構造多少有如圖示III上說明的、不是單單只有一個部門，一個邏輯，一個主體，或者一種中產階級，一種讀書人的話，上面問題的答案當然是一個大大的「不」字，一個有大大的創造性的、生動的「不」字！

在我試著為一個創造性的可能，在左邊的系列中開始為自己和知識人的未來事業進行構思前，我想起有島武郎在三十年代初的話：他說我們很多人混混噩噩的在社會過活，每天一早趕去上班賺錢養家；事實上，八個鐘頭的努力工作，幹的儘是謀害自己後代的事業；天天辛苦完幹完謀害子孫的事業，拿了錢回去餵養剛剛才謀殺了他部份生存可能的兒女，愛他們愛得要命；第二天，一早又趕去幹謀害他們的事業；黃昏回來，又殺卻了他們一部份的未來，卻更愛他們愛得要命。

這個故事是教我每一想起就全身發毛的；因為，在這樣的荒謬、滑稽、不類中，陳述的卻絕對不是一個笑話；是我們每人每日都須面對的現實。如果我們助政權為暴，為壟斷張目，污染大地、殘害萬有、教我們的身後只留下一個「過不了活」(unlivable)的世界，我們怎能說不是在幹謀害親子的勾當呢？
現在，為了我們自己，為了知識人未來的事業，也為了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可活的世界，我們必須嘗試一個創造性的可能；我們必須在左邊的系列上為自己找到一定的定位，在營生奮鬥的巨中創造自己的戰鬥性的任務；構思一個個鮮活的形象，拿他們來作為我們成長的目標、存在的理由。現在，請接過我的筆去吧！我誠摯的邀請你在左手邊的留空上添上你的未來，為正義的事業添上希望，也為我們的弟兄添上再一個共步的健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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